
从 “塔利班” 到 “新塔利班” ∗
①

———伊斯兰复兴在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形构与表达

闫　 伟

塔利班运动在宏观上反映了普什图族的诉求， 但其长期存续与微观的部落社会生态息息相

关。 阿富汗部落社会兼具宗教和世俗两种权威， 并以此建构了相对稳定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
阿富汗长期的战乱导致部落社会的秩序解构。 以农村的毛拉和迪欧班德派宗教网络为基础的宗教

权威， 逐渐取代以部落首领为主的世俗权威， 成为部落和地方社会的主宰。 这构成了塔利班运动

兴起的微观社会环境。 ２００１ 年之后， 部落社会的基本生态并未随着阿富汗重建而发生根本变化，
塔利班借势再次崛起， 与部落社会建立了紧密的纵向联系； 塔利班组织内部的横向联系呈现出多

中心、 分权化的特征； 在宗教观念上日趋实用与温和。 这体现了塔利班对部落社会的适应。 但

是， 塔利班也具有超越性， 使松散的部落在宗教的旗号下实现联合。 这代表了西亚北非伊斯兰复

兴的另一种重要类型， 即与城市伊斯兰复兴的 “大传统” 相对应的 “小传统”， 并对该地区的安

全与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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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塔利班兵不血刃地再次夺取了阿富汗政权， 其宗教意识形态倾向逐渐明

晰。 塔利班的崛起与当代政治伊斯兰具有明显的不同， 它以农村和部落社会为基础， 发展壮大，
并逐渐攻占城市。 这体现了部落社会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深度嵌合。 长期以来， 伊斯兰教被视为

城市的宗教。① 城市无疑在宗教信仰与义理、 宗教思想与文化、 宗教法律与教育等方面处于中心

地位。 这可谓是伊斯兰教作为精英或城市文化的 “大传统”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但从历史上看，
中东社会由城市、 部落和宗教群体三大支柱构成，② 宗教不仅渗透到传统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
构成传统城市社会组织的基础， 而且也与广泛存在的部落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 农村和

·５０１·

①
①

②

本文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的阶段性成果。
Ｓａｍｉ Ｚｕｂａｉｄ，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４， Ｉｓｓｕｅ
２， １９９５， ｐ. １５６； 车效梅： 《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６３ 页。
Ｉｒａ Ｍ. Ｌａｐｉｄｕｓ，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Ｐｈｉｌｐ Ｓ. Ｋｈｏｕｒｙ，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 ｅｄｓ. ，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ｐ. ２５ － ２７.

∗



部落社会中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 “小传统”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却长期遭到遮蔽， 关注者寥寥。①
从社会史角度看， 城市与部落构成了伊斯兰教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 相较于城市而言， 伊斯

兰教在部落社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向， 并且是影响中东历史与现实发展的重要因素。 宗教力量

与部落社会相结合挑战国家政权， 进而建立新的王朝统治， 成为中东反复上演的帝国兴衰剧

目。② 奥斯曼帝国、 萨法维王朝、 北非的穆拉比特王朝等大都是在宗教力量的动员甚至领导下，
通过部落征服建立的王朝。 近代以来， 尽管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推进， 部落在一些地区有所衰

落， 但伊斯兰教对部落社会的影响仍然持久。 北非的阿拉维王朝、 塞努西运动、 苏丹的马赫迪运

动， 以及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大都存在部落社会与宗教力量不同程度的合作。 随着当代伊斯

兰复兴运动的兴起， 不仅城市中出现了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运动， 伊斯兰潮也对农村尤

其是部落社会深度浸染。 这已成为影响当代伊斯兰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甚至一些西方学者将部

落主义视为第五波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③ 伊斯兰国、 也门的胡塞武装、 利比亚的反政府武装，
索马里、 萨赫勒地区和巴基斯坦的一些反政府运动等兼具伊斯兰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双重因素。④
尽管将上述宗教运动统一归结为恐怖主义有失偏颇， 但也反映出伊斯兰复兴运动重心下移的新趋

势， 即部落社会逐渐成为除城市之外政治伊斯兰的新载体。⑤
其中， 阿富汗塔利班运动具有典型性， 以至于一些学者将部落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称之为

“塔利班化”。⑥ 本质而言， 塔利班运动就是由部落社会中的毛拉阶层领导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是宗教运动、 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杂糅。⑦ 从宏观上呈现出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征， 但

在微观上则以部落主义为基础。⑧ 这种宗教与部落联合的模式在阿富汗乃至其他中东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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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宗教运动大都具有传统主义的色彩， 但其中掺杂了大量部落和地方文化的因素， 并不完全等同于

萨拉菲主义。 例如， 塔利班运动对于苏非圣人和圣墓的崇敬， 以及其信仰体系中具有大量部落传统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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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曾反复出现， 成为影响阿富汗重建的关键性因素， 并已外溢到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因

此， 从部落社会的视角对塔利班运动进行深入研究， 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阿富汗的变局， 对于进

一步客观和全面认识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有所裨益。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国外学界已开始对部落中的伊斯兰教有所研究， 主要侧重于两个方

面。 一是以艾哈迈德 （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 和哈特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 等学者为代表， 从宗教人类

学的角度探究伊斯兰教在部落社会的角色与功能。① 特别是， 艾哈迈德曾担任巴基斯坦的地方官

员， 对于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社会②有着精深的研究。 二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于城市与部落社会

的伊斯兰教进行比较研究。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盖尔纳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提出了城市伊斯兰教和部

落伊斯兰教的二分法， 并以此分析穆斯林社会的历史变迁。③
总体来看， 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即伊斯兰教在中东的部落社会和城市中具有不同

的结构与表达。 特别是， 在塔利班再度崛起的背景下， 部落社会不仅是支撑塔利班运动的社会基

础， 在宗教观念、 意识形态等方面对塔利班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塔利班崛起的模式在伊斯兰世界

也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 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与稳定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但是， 对于宗

教与部落社会的具体关系是什么？ 宗教如何动员部落社会， 以及如何影响国家政治等重要问题的

研究仍然有待加强。 本文以阿富汗塔利班为个案， 尝试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深入探讨塔利

班运动与阿富汗部落社会的关系， 以便为认识当代伊斯兰复兴的新趋向， 以及阿富汗问题的深层

结构提供一定的镜鉴。 本文以宗教社会学为视角， 在探讨部落社会与宗教力量互动关系的基础

上， 重点阐释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２ 年塔利班如何利用部落社会再度崛起， 为认识阿富汗变局以及当代伊

斯兰复兴运动提供帮助。

二、 部落社会结构失衡与塔利班存续的微观社会生态

部落是塔利班存续的微观社会环境。 阿富汗部落社会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 其社会秩序依赖

宗教与世俗二元权威的维持。 阿富汗问题的产生， 致使原有的权威结构失衡。 在部落社会中， 长

期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毛拉阶层借助迪欧班德派宗教网络和意识形态， 填补了部落的权力真空， 而

且在 “圣战” 的旗号下实现动员。 这成为塑造塔利班运动以及其宗教观念的结构性因素。 从历

史的长时段看， 塔利班运动是中东地区宗教对于部落社会的又一次动员和整合。
（一） 伊斯兰教在部落社会的形构与功能

塔利班是部落社会权力失衡的产物。 阿富汗部落社会属于 “分支型社会”， 即社会组织沿着

血缘和宗族的界限， 裂变为大小不一、 互不统属的社会群体。 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分散性， 处于无

政府状态。 但部落社会并非无序， 其社会秩序由世俗和宗教两极权威维系。 前者以部落首领和部

落大会 （支尔格大会） 为载体， 以世俗的部落习惯法为社会规范；④ 后者主要体现在毛拉和圣

人， 他们并不具有部落身份。 部落社会中并不存在乌里玛阶层。 两种权威相互独立， 世俗权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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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 ｅｄｓ. ，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８４； 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ｓｔ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ｏｎｅ： Ｈｏ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Ｂｅｃａｍ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 ｏ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Ｉｓｌａｍ.
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称为帕克同人 （Ｐｕｋｈｔｕｎ）。 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 Ｐｕｋｈｔ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８０.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Ｒｏｙ，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 ３５.



于主导地位， 宗教人士一般无权参与部落事务。① 特别是， 毛拉由特定家族担任， 地位较为低

下，② 没有制度化的宗教网络作为支撑。 但这一群体借助迪欧班德派进行动员， 构成了后来塔利

班的领导力量。③
虽然， 部落社会由世俗权威掌控， 但宗教权威并非可有可无。 一是伊斯兰教将相对闭塞的部

落社会纳入更为广阔的伊斯兰世界， 并成为社会权力的重要象征。 部落组织往往支持某一圣裔家

族， 或者强调部落的神圣的起源， 以获取在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和具有崇高的地位。④ 二是由于

部落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传统的世俗权威在解决冲突上有时存在失效的现象。 那么， 宗教权威

就成为调解部落冲突， 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⑤ 三是伊斯兰教具有整合松散的部落社会

的功能， 也是实现部落社会实现联合与统一的粘合剂。 “宗教是 ‘加强对社会制度整合最为基本

的情感’ 的一种社会机制”。⑥ 伊本·赫勒敦指出： 部落中的圣徒能够教化和团结部落民。⑦ 即

将松散的部落社会整合为一个整体， 将伊斯兰信仰融入部落传统习俗， 呈现出独特的宗教信仰体

系。 在部落民看来， 世俗的部落习惯法就是最纯粹的伊斯兰法。⑧ 塔利班的宗教观念无疑受到部

落传统的强烈影响。
籍此， 伊斯兰教深度嵌入阿富汗部落社会， 并呈现出与城市伊斯兰信仰不同的特征。 宗教与

部落社会结合， 进而建构了相对稳定的结构。 部落社会尽管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外， 缺乏强有

力的公共权威， 但仍然维系着基本的社会秩序。 这是伊斯兰教在部落生态之下的独特呈现， 并以

部落文化重新定义宗教， 使部落属性和伊斯兰属性相互内化。 上述特征并非阿富汗的个案， 在中

东其他的一些传统部落社会中不同程度存在。⑨ 特别是， 宗教力量对于部落社会的聚合作用影响

巨大， 在伊斯兰世界反复显现， 并至今仍然有其回响。�IR 然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来， 阿富汗

常年的战乱打破了部落社会的平衡， 使宗教权威尤其是毛拉阶层借助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网络

崛起， 取代世俗权威， 填补了部落社会的真空， 并对部落社会实现了动员与整合。
（二） 迪欧班德派与部落社会的激进化

阿富汗是文明交往的 “十字路口”，�I1 亦是中东、 中亚和南亚不同宗教文化的汇聚与交融之

地。 ２０ 世纪以来， 阿富汗城市和精英阶层受到中东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 出现了政治伊斯兰运

动。 在农村和部落之中则深受南亚的苏非主义的浸润， 但部落地区仍然以世俗文化为主导。�IT 然

而， 阿富汗问题产生后， 国家迅速陷入动荡之中， 部落社会传统的世俗文化受到极大的削弱。 伴

随着抗苏运动的兴起， 以穆贾希丁为代表的 “圣战” 文化兴盛， 并在阿富汗难民和部落民中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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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ｉｖｉｅｒ Ｒｏｙ，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 ３５.
毛拉的地位也不完全一致， 一些部落的毛拉有权参与部落大会。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ｕｔｔｉｇ， “Ｈｏｗ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ｂ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ＡＮ）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ｐ. １１.
Ａｎａｎｄ Ｇｏｐａ， Ａｌｅｘ Ｓ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０ － １２.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 １２３.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Ｒｏｙ，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３８.
［美］ 罗伯特·Ｋ.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唐少杰、 齐心等译， 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４３ 页。
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 Ｔｈｅ Ｍｕｑａｄｄｉｍａｈ： 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ｐ. ２０２ － ２０３.
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 ｅｄｓ. ，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ｐ. ３１２.
相关研究参见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Ｓ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Ａｋｂａｒ Ｓ. Ａｈｍｅｄ， Ｄａｖｉｄ Ｍ.
Ｈａｒｔ ｅｄｓ. ，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ｒｉ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例如， 近代苏丹的马赫迪运动、 利比亚的塞努西运动， 以及中东和非洲边远地区的一些伊斯兰主义运动。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 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 第 １０３ 页。
关于阿富汗的两种伊斯兰主义传统， 参见闫伟： 《阿富汗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变迁及其当代影响》， 《南亚研

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５７ － ７３ 页。



透。 其中， 最为重要的当属南亚尤其是巴基斯坦的迪欧班德派 （Ｄｅｏｂａｎｄ）。
迪欧班德派诞生于 １８６７ 年， 是对当时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以及南亚穆斯林社会衰落的

直接回应。① 该派遵从哈乃斐学派， 是自下而上的宗教复兴运动， 具有瓦哈比派的色彩。② 概而

言之， 迪欧班德派具有强烈的宗教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倾向。 第一， 通过宗教 “改革”
（Ｉｓｌａｈ）， 清除不符合正统教义的创制， 回归经训， 净化穆斯林社会， 具有萨拉菲主义的色彩。
第二， 重视对伊斯兰教育制度的革新， 借鉴英国的大学教育， 创办了制度化的宗教学校

（Ｍａｄｒａｓａ） 网络。 与传统南亚的伊斯兰教育不同， 迪欧班德派创办了众多相互联系的宗教学校网

络，③ 统一课程和培养方式， 为教师发放薪酬， 经济上依赖社会捐助， 完全独立于国家。④ 第

三， 重建乌里玛在宗教教育和社会的中心地位， 通过培育乌里玛， 重新塑造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第四， 反对什叶派，⑤ 反对苏非派对圣墓和圣徒的崇拜， 强调苏非圣人的完美的德行， 但反对苏

非的灵性。⑥ 需要指出， 迪欧班德并不反对苏非派， 它的许多领导人本身就属于苏非教团。 第

五， 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政治性。 迪欧班德派并非仅强调回归宗教传统， 而是具有极强的入世性

和实践性。 它源于反抗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 巴基斯坦的迪欧班德派出

现了军事化的倾向， 突出 “圣战” 的地位。⑦
因此， 迪欧班德派形成了以新式的宗教学校网络为中心， 由乌里玛领导， 强调回归经训

的萨拉菲主义运动。 迪欧班德明确反对恐怖主义，⑧ 但其思想和社会政治实践客观上为南亚尤

其是巴基斯坦、 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土壤， 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将之称为 “恐怖主

义工厂”⑨。 长期以来， 迪欧班德派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派别。�IR
它所属的宗教学校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在阿富汗问题产生之前， 迪欧班德

派的宗教教育已渗透到部落社会。 但由于与部落传统相悖， 影响不大。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以

来， 迪欧班德派保守的宗教思想与阿富汗的乱局相结合， 根本性地改变了部落社会的文化和

宗教信仰。
阿富汗问题爆发后， 数以百万计的普什图难民逃往巴基斯坦。 其中大部分的难民具有部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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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迪欧班德派的起源，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Ｄａｌｙ Ｍｅｔｃａｌ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ｄｉａ： Ｄｅｏｂａｎｄ， １８６０ － １９００，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迪欧班德派受到瓦利乌拉 （Ｓｈａｈ Ｗａｌｉｕｌｌａｈ） 的深刻影响， 后者与瓦哈卜师出同门， 该派一直与瓦哈比派具

有联系。 但两者分属不同的教法学派， 在具体的宗教观念上存在差异。 Ｊａｗａｄ Ｓｙｅｄ， Ｅｄｗｉｎａ Ｐｉｏ， Ｔａｈｉｒ
Ｋａｍｒａｎ， Ａｂｂａｓ Ｚａｉｄｉ， 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ｏｂａｎｄｉ Ｍｉｌｉｔａｎｃｙ ｉｎ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３９ － １４０.
最初创办的宗教学校位于德里东北部的迪欧班德， 该派因此得名。 这所学校名为 “迪欧班德经学院”
（Ｄａｒｕｌ Ｕｌｏｏｍ Ｄｅｏｂａｎｄ） 是迪欧班德派的中心。 如今， 该派的宗教学校遍及南亚、 非洲、 英美等国， 达到数

千所之多。 Ｌｕｖ Ｐｕｒｉ，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ｅｏｂａｎｄｉ Ｉｓｌａｍ”， ＣＴＳ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Ｖｏｌ. ２， Ｉｓｓｕｅ １１， ２００９， ｐ. ２０.
这些新式的宗教学校往往独立于清真寺。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ｅｅｔｚ， Ｔｈｅ Ｄｅｏｂ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Ｔｈｅｓｉｓ，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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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此时， 迪欧班德派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建立了数百所宗教学校， 收容难民， 并为

之提供免费的宗教教育、 食物、 住所、 生活津贴和军事训练， 灌输迪欧班德派保守的宗教思

想。① 特别是， 该派将阿富汗难民的迁徙附会为伊斯兰新的 “希吉拉”， 以圣战的口号动员阿富

汗人反对苏联的入侵。 由此， 阿富汗诞生了 “穆贾希丁” （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② 阶层。 他们大都受训

于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 具有较为激进的宗教思想， 以及强调通过武装圣战的方式实现宗教诉

求， 成为阿富汗抵抗运动以及其后的塔利班运动最重要的来源。 这些圣战者大部分是 １５ － ２０ 岁

的年轻人③。 “圣战文化” 影响了阿富汗的一代人， 导致部落社会的保守化， 使部落社会长期以

来较为盛行的宗教宽容、 世俗文化受到根本性的动摇。④ 因此， 阿富汗问题的爆发， 使迪欧班德

派保守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网络深度嵌入部落社会， 并且将部落的毛拉阶层纳入了统一的宗教网

络， 改变了部落社会的传统宗教文化。 这为塔利班运动的崛起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宗教文化的

支撑。
（三） 部落传统威权的解构与毛拉阶层的崛起

阿富汗冲突在重塑部落社会文化的同时， 也解构了部落社会的传统权威结构。 长期以来， 宗

教与世俗权威并立， 两者相互制约和互补是部落社会得以稳定的关键。 其中， 世俗权威处于主导

地位。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 阿富汗对于部落社会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部落首领为代表

的世俗权威。⑤ 阿富汗问题产生后， 首领受到了人民民主党政权和圣战者的双重压力， 逐渐走向

衰亡。 大量部落和家族首领遭到镇压， 或被迫流亡国外。⑥ 难民进入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 进

而塑造了更具普遍性的宗教身份， 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部落和家族认

同。⑦ 阿富汗部落社会出现了权力真空， 传统社会秩序呈现出紊乱的状态。
相对于世俗权威的衰落， 部落社会中的宗教阶层借助迪欧班德派的宗教网络迅速崛起， 出现

了所谓的 “新汗” （ｎｅｗ Ｋｈａｎ） 或 “伊斯兰汗”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Ｋｈａｎ）。⑧ 他们逐渐取代世俗权威成为

部落社会的主导力量， 并以此重组部落社会。 这些穆贾希丁成为阿富汗抗苏运动的主力和领导力

量。 从社会构成来看， 穆贾希丁也分为不同的层次。 源于城市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和著名苏非领袖

等精英阶层， 构成了抵抗运动的领导层， 即所谓的 “七党联盟”。⑨ 他们在部落社会中的影响力

十分有限。 部落社会的传统的毛拉， 或者经由宗教学校培养的毛拉则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层。 他们

深度融入部落社会之中， 动员和组织部落民抵抗苏联和人民民主党政权的统治， 成为抵抗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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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 他们虽然隶属于特定的宗教抵抗组织， 但与后者存在尖锐的矛盾。①
与部落社会中传统的宗教人士相比， 新崛起的毛拉阶层并不依赖特定的地方化的家族， 而是

属于庞大的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和宗教组织网络。 他们就是迪欧班德派一直着力培养的乌里

玛， 能够通过这一宗教网络获取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动员。② 宗教学校成为穆贾希丁源源不断

的蓄水池和招募地， 并为阿富汗输送以 “圣战” 为己任的毛拉。③ 故此， 宗教人士尤其是毛拉

阶层形成了具有相对统一宗教观念、 旨趣 （迪欧班德派） 和广泛联系与相互认同的群体。 他们

数量巨大， 在迪欧班德派宗教学校学成后， 一些人获得 “毛拉维” （Ｍａｗｌａｗｉ） 的头衔， 回到阿

富汗后将已有或新建的宗教学校改造为迪欧班德派的学校， 进而成为迪欧班德派在阿富汗崛起的

组织基础。④ 他们沿袭了迪欧班德派反对什叶派， 也反对部落地区的圣人和圣墓崇拜的思想， 使

部落社会中的圣徒阶层开始消亡。 毛拉取而代之成为部落社会中伊斯兰的代言人。
藉此， 以部落首领和圣徒为代表的世俗和宗教二元权威结构解体。 毛拉阶层取而代之， 逐渐

成为部落社会的主导力量。⑤ 第一， 随着传统权威的破灭， 部落社会处于失序状态， 毛拉阶层以

沙里亚法取代世俗的部落习惯法， 维持部落社会的秩序， 充当卡兹的角色。 沙里亚法成为部落社

会解决冲突的最重要的规范。⑥ 传统的世俗部落大会也被具有宗教色彩的舒拉所代替。⑦ 第二，
毛拉通过迪欧班德派的宗教网络 （学校和清真寺） 的动员， 成为抵抗运动的基层组织者和领导

人。⑧ 第三， 借助反对苏联的 “圣战” 氛围， 推动部落社会的保守化。⑨ 第四， 这些毛拉通过抵

抗运动从境外获取大量的资源和经济援助， 为部落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 毛拉阶层兼具司

法、 教育、 宗教、 军事和经济职能， 成为部落社会事实上的掌权者。 这根本上地改变了部落社会

原有的生态。
（四） 塔利班运动赖以存续的微观社会生态

１９９４ 年， 塔利班在阿富汗各派军阀的混战中异军突起， 几乎统一了阿富汗。 阿富汗战争之

后， 塔利班又迅速实现重组， 重新席卷阿富汗。 塔利班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除了一定程度上迎合普什图人的权力诉求外， 还具有深刻的微观社会背景。 近四十年的战乱造成

了部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根本性变化， 以塔利班为主体的毛拉阶层深度嵌入部落社会之中，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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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ｊａ Ｂｏｒｃｈｇｒｅｖｉｎｋ，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ｓｌｏ （ＰＲＩＯ）， ２０１０， ｐ. ５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ｌｅｓ. ｅｔｈｚ. ｃｈ ／ ｉｓｎ ／ １４４２３１ ／ ＰＲＩＯ％２０Ｐａｐｅｒ＿ ％２０Ｂｏｒｃｈｇｒｅｖｉｎｋ＿ ％
２０Ｂｅｙｏｎｄ％２０Ｂｏｒｄｅｒｓ％ ２０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Ｌｉｎｋｓ％ ２０ｉｎ％ ２０Ａｆｇｈａｎ％ ２０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２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１０. ｐｄｆ．
Ａｎａｎｄ Ｇｏｐａ， Ａｌｅｘ Ｓ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７ － ２０.



构筑了相对稳定的新结构。 这是塔利班崛起以及赖以生存的微观社会生态。
塔利班运动具有庞大的宗教网络作为支撑。 “塔利班” （ ） 一词为 “宗教学生” 之意，

在该运动兴起之前便已广泛流传于阿富汗的穆贾希丁之间。 这里的宗教学生大都就读于巴基斯坦

宗教学校尤其是迪欧班德派的宗教学校。① 塔利班运动的主力正是这些宗教学校的学生， 在抗苏

运动期间已在部落社会生根。② 塔利班利用了迪欧班德派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宗教网络， 并且

得到后者的鼎力支持， 迅速实现了社会动员。③ 塔利班掌权后， 将阿富汗境内的宗教学校交由隶

属于巴基斯坦迪欧班德派的 “伊斯兰教士协会” （ＪＵＩ） 打理。④ 因此， 塔利班运动并不是新的

社会力量， 更多是将这些圣战中已崛起的毛拉阶层进行动员和联合， 其背后有着庞大的迪欧班德

派的宗教网络支撑。
此外， 塔利班在部落社会中具有合法性和支持者。 塔利班成员大都具有部落背景， 熟悉部落

社会的环境与运行规则。 虽然塔利班成员的部落认同较为淡化，⑤ 但他们出身于部落社会， 对于

习惯法和社会规则捻熟于心，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阿富汗部落的权力诉求。 即普什图人的主导地

位、 部落的自治和部落秩序的维护等。 塔利班最初与部落首领合作， 以取得后者的支持。 但掌权

之后， 逐渐取部落首领而代之。⑥ 同时， 部落社会具有反对外部干涉和入侵， 以及强烈的复仇文

化。 塔利班则利用自身的宗教属性， 将部落社会联合起来反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占领， 以及领导

部落民向西方驻军复仇。⑦ 在坎大哈， １ ／ ３ 的家庭有成员丧生于西方驻军之手， 其中的半数家庭

有成员加入反政府组织， 进行复仇。⑧ 这既是阿富汗宗教力量与部落的再一次融合， 同时也赋予

了塔利班以合法性。⑨ 从意识形态上看， 长期的战乱造成部落社会 “圣战” 文化盛行， 社会保

守化与极端化。 这与塔利班所奉行的意识形态高度吻合。 塔利班在部落社会中具有坚实的社会

基础。
塔利班运动兴起体现了阿富汗社会的重大变化。 部落社会内部传统的宗教与世俗的二元权威

结构趋于解构， 以毛拉为主体的塔利班运动作为新的社会阶层， 填补了权力真空并构筑了权力基

础， 使部落社会呈现出新的相对稳定的状态。 同时， 塔利班借助迪欧班德派跨国的宗教网络， 将

部落社会纳入更为广阔的伊斯兰世界， 并使之逐渐保守化。 这既是塔利班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可以

·２１１·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迪欧班德派宗教学校占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总数的 ６５％ 以上。 Ｓａｒａｈ Ａｓｈｒａ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Ｍａｄｒａｓｓ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ｒｅａ， Ａｒｔｓ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２， ｐ. 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ａｈｒｃ. ｕｋｒｉ.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ｎｄ －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ａｈｒｃ －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ｏｌｉｃｙ －
ｓｅｒｉｅｓ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 ｂｙ － ｍａｄｒａｓｓａｓ ／
Ｎａｓｒｅｅｎ Ａｋｈｔａｒ，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ａｃｅ，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４，
２００８， ｐ. ５７.
塔利班运动兴起后， 得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迪欧班德派宗教学校， 尤其是著名的 “哈卡尼亚经学院”
（Ｄａｒ ｕｌ Ｕｌｏｏｍ Ｈａｑｑａｎｉａｈ） 大力支持。
Ａｈｍｅｄ Ｒａｓｈｉｄ，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７８， Ｎｏ. ６， １９９９， ｐ. ２６.
Ｋｒｉｔｉ Ｍ. Ｓｈａｈ，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ｔｕｎｓ，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Ｗａｒ”，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 ５７， Ｎｏ. ６， ２０１７，
ｐ. １００１.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Ｂｒｉｃｋ Ｍｕｒｔａｚａｓｈｖｉｌ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 ６０.
在传统部落文化中， 部落的独立与复仇事关 “荣誉”， 失去 “荣誉” 的部落无法生存。 阿富汗塔利班一直

将美国撤军作为与政府和谈的先决条件， 即基于部落的自治传统。
Ｋｒｉｔｉ Ｍ. Ｓｈａｈ， “Ｔｈｅ Ｐａｓｈｔｕｎｓ，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Ｗａｒ”，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 ５７， Ｎｏ. ６， ２０１７，
ｐ. １００４.
如前所述， 阿富汗部落社会具有分裂性， 难以联合起来。 宗教是唯一能够动员和领导部落社会进行抗争的

力量。



席卷阿富汗的原因； 也是在北约和阿富汗政府双重打击下， 塔利班不仅未被消灭， 反而日益强大

的社会根源。 但是， 塔利班运动对部落社会的整合仍然有其限度， 两者并未合二为一。 特别是，
在一些苏非派兴盛或者非普什图部落中， 塔利班运动遭到抵制。

三、 部落社会与新塔利班运动的组织演化和适应

阿富汗战争之后， 塔利班政权迅速垮台。 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ＩＳＡＦ） 的重压下，①， 塔利

班并未销声匿迹， 反而迅速完成重组， 最终夺取政权， 并成为影响当前阿富汗局势乃至地区安全

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塔利班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 固然与外部各种力量的支持有关。 但更为重要

的是， 常年战乱塑造的部落社会结构并未随着重建的启动而根本改变， 前者恰好是塔利班运动得

以再生的社会基础。 那么， 阿富汗社会尤其是部落组织如何持久地支撑塔利班？ 按照杰里米·温

斯坦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的理论， 像塔利班这样的反政府武装的生存， 需要得到社会的 “赋
能”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即塔利班在社会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 规范等方面与地方社会的高度契合

性。② 塔利班依赖横向和纵向两种社会网络实现社会动员， 建构社会基础：③ 即以毛拉和迪欧班

德宗教学校为主的横向宗教网络， 以及塔利班与部落社会联系的纵向网络。④ 塔利班正是利用这

些社会网络对其组织进行重构， 以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现实。
（一） 塔利班与部落社会的纵向连接网络

塔利班重组后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南部、 东部和西部的部落地区， 部落社会仍然是

其基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塔利班政权治下， 部落社会中传统的二元权威格局受到冲击， 以毛拉

为代表的宗教人士逐渐处于独大的地位， 而以部落首领为表征的传统世俗权威消亡。 阿富汗战争

之后， 塔利班的毛拉或是战败身亡， 或是四散溃逃。⑤ 部落社会出现了权力的真空， 面临着新一

轮的洗牌。 一方面， 部落制度具有坚韧性， 传统世俗权威和制度再次出现， 一些基层的支尔格会

议得以重建。 但部落首领的消亡，⑥ 使社会进一步分裂， 无法解决部落面临的安全和公共产品的

供给问题。⑦
另一方面， 阿富汗新政权与塔利班开始角逐部落社会。 阿富汗政府将部落社会视为现代国家

的障碍， 试图打破部落传统自治， 建立直接统治。⑧ 同时， 阿政府并不重视部落地区的习俗， 在

部落社会中建立男女同班的学校， 赋予女性权力， 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等触犯了部落社会的习

俗。⑨ 重建初期， 部落地区的大量地方官员和安全人员属于少数民族， 对于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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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阿富汗的驻军。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ｐ. ７.
Ａｎｃｈｉｔａ Ｂｏｒｔｈａｋｕｒ， Ａｎｇａｎａ Ｋｏｔｏｋｅｙ，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５１，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２０， ｐ. ８.
相关论述参见： Ｐａｕｌ Ｓｔａｎｉｌ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ｐｐ. ２０ － ２４.
战争期间， ８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 名塔利班成员 （约 ２０％ ） 身亡， 高层大部分逃往巴基斯坦， 藏匿起来。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ｕｓｔｏｚｚｉ，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ｔ Ｗａ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７ － １８.
传统上， 部落首领 （ ｋｈａｎ） 控制了多个村庄， 他们的消亡使部落社会进一步碎片化。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Ｂｒｉｃｋ
Ｍｕｒｔａｚａｓｈｖｉｌ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ｘｘｉｘ.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Ｂｒｉｃｋ Ｍｕｒｔａｚａｓｈｖｉｌ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ｘｘｘ.
Ｉｂｉｄ. ， ｐ. ｘｘｘｉｉ.
在部落社会中， 女性是家族荣誉的象征。 要求男女同校和妇女摘掉头巾相当于触犯了荣誉。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ｕｓｔｏｚｚｉ，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ｔ Ｗａ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ｐ. ２４０.



部落民打击报复， 将普什图部落民等同于塔利班， 引发了部落民的强烈不满。① 政府也无力维持

部落地区的秩序， 尤其是消除塔利班对部落组织的威胁。 美国等西方军队在打击塔利班之时存在对

平民的伤害， 进一步损害了阿富汗政府的权威。② 这为塔利班重建与部落社会的联系提供了机遇。
塔利班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公共产品， 满足了部落社会的诉求。 一是为部落社会提供安全保

障。 部落通过支持塔利班， 获得后者在安全上的承诺， 不仅不再侵犯部落组织， 而且塔利班武装

还对村庄进行巡逻， 制止偷盗和抢劫等行为。 二是解决部落组织的矛盾。 由于部落社会原有的冲

突化解机制消亡， 社会内部的矛盾很难自行解决。 政府的司法部门效率较低， 且成本高昂。 塔利

班推行的伊斯兰教法成为化解部落冲突的首选。 三是改善部落社会的经济状况。 与政府的禁毒相

反， 塔利班运动并不反对农村的毒品生产， 并通过招募村民加入塔利班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 塔

利班基层武装的待遇与政府职员相当。③ 四是许多阿富汗部落通过支持塔利班提升自身的地位。
新政权建立之后， 开始支持之前遭到塔利班压制的部落。 如杜兰尼部落联盟的波波尔查伊

（Ｐｏｐａｌｚａｉ）、 阿里查伊 （Ａｌｉｚａｉｓ） 和阿里克查伊 （Ａｌｉｋｏｚａｉｓ） 等部落， 授予他们地方要职， 而冷

落和打压曾支持塔利班政权的伊萨克查伊部落等。 后者只能通过与塔利班结盟， 以改变自身边缘

化的地位。④ 五是塔利班与部落社会具有相互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在部落社会中， 普遍认为伊

斯兰教法就是部落习惯法。 两者都具有保守性， 隐含着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倾向。⑤
那么， 塔利班与部落社会属于相互独立的两个社会空间， 具有各自的独立的组织结构。 两者

的纵向联系又是如何重建？ 一般而言， 当社会组织在地方社会招募， 并且服务于本地社会之时，
属于 “强纵向社会网络”， 社会动员和资源提取能力最强。⑥ 塔利班属于这一情形， 主要通过两

条纽带实现对部落与塔利班的连接。 一是村庄中的毛拉阶层。 塔利班掌权时， 毛拉甚至充当一些

村庄和部落的统治者。 即便阿富汗战争结束后， 毛拉和清真寺在部落社会中仍普遍存在。 毛拉深

入部落社会， 与塔利班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成为塔利班伸向部落社会的触手。 他们在塔利班招

募部落民， 游说部落首领， 为塔利班提供情报和庇护， 以及宣传保守的宗教思想等方面发挥着关

键的作用。 二是塔利班以本地人为主体建立的基层影子政权和武装组织。 塔利班在村庄中招募武

装 （乡村阵线，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ｍａｈａｚ）， 并驻扎在当地。 他们并非全职武装， 寓兵于农， 受塔利班地方的

影子政府节制， 但事实上服务于村庄的利益。 塔利班借此将自身与部落的利益绑定， 在部落社会

中得到了立足点。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执政期间相比， 塔利班不再是部落社会的统治者， 两者更多

的是合作关系， 通过毛拉和塔利班基础武装对部落社会实现间接控制与影响。
（二） 塔利班 “多中心” 的横向宗教组织网络

横向的社会网络以特定的职业或者社会阶层为主体， 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和行为

规范， 超越了一定的地域限制。⑦ 从形式上看， 塔利班运动作为一场保守的宗教政治运动， 以毛

拉和宗教学生为身份标识， 是典型的横向社会网络。 同时， 塔利班运动主要基于迪欧班德派的宗

教网络， 具有共同的宗教观念和相对一致的组织形态。 塔利班当政期间， 尝试建构统一甚至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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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ｕｓｔｏｚｚｉ，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ｔ Ｗａ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ｐ. ２５.
Ａｎａｎｄ Ｇｏｐａ， Ａｌｅｘ Ｓ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ｐ. ４.
塔利班基层武装月薪约为 ３００ 美元，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ｕｓｔｏｚｚｉ，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ｔ Ｗａ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ｐ. ２３９.
塔利班前领导人曼苏尔就出自伊萨克查伊。 Ｔｈｅｏ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Ｕｎｂｅａｔａｂ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ｅｘ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８， ｐ. ６５.
Ａｎｃｈｉｔａ Ｂｏｒｔｈａｋｕｒ， Ａｎｇａｎａ Ｋｏｔｏｋｅｙ， “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５１，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２０， ｐ. １２.
Ｐａｕｌ Ｓｔａｎｉｌ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ｐｐ. ２２ － ２３.
Ｉｂｉｄ. ， ｐｐ. ２１ － ２２.



的体制， 属于 “强横向网络”。 ２００１ 年之后， 尽管塔利班仍然标榜迪欧班德派的宗教观念， 从其

所属的宗教学校进行招募， 并以毛拉主导的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网络为中心。① 但塔利班更多的是

一个多中心、 地方化和具有浓厚部落色彩的松散组织。
塔利班运动的重组是自下而上的过程， 由自发的抵抗运动逐渐联合为松散的反政府组织联

盟， 其中许多基层武装与之前的塔利班并无关联， 甚至还对其持敌对立场。② 领导中心为奎达舒

拉 （Ｑｕｅｔｔａ Ｓｈｕｒａ）， 其核心成员大都属于受到迪欧班德派影响的毛拉， 为前塔利班政权领导

人。③ 塔利班运动的多中心主要体现在：
第一， 塔利班运动由部落的地方力量联合而成， 并非是统一和集权的宗教政治运动。 奎达舒

拉下设五个地方性的舒拉 （分支）。 其中， 白沙瓦舒拉 （Ｐｅｓｈａｗａｒ Ｓｈｕｒａ）、 米兰沙舒拉 （Ｍｉｒａｎ
Ｓｈａｈ Ｓｈｕｒａ）、 马什哈德舒拉 （Ｍａｓｈｈａｄ Ｓｈｕｒａ）、 北方舒拉 （Ｔｈｅ Ｓｈｕ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拉苏尔舒拉

（Ｒａｓｏｏｌ Ｓｈｕｒａ） 都处于高度的自治状态， 奎达舒拉无权节制。④ 这些地方性的舒拉具有独立的资

金来源， 相互激烈竞争， 类似于地方军阀， 甚至与奎达舒拉矛盾重重。
第二， 塔利班在军事组织上高度分裂。 塔利班武装力量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１） 地方影子

政府控制的武装， 包括村庄的塔利班武装； （２） 以 “大阵线” （ｌｏｙ Ｍａｈａｚｅ） 为主体的机动部队，
为塔利班的主力。 前者一般控制在奎达舒拉手中， 但高度的部落化， 大部分的地方武装和影子政

府按照部落组织为界；⑤ “大阵线” 围绕具有名望的宗教领袖组建， 在资金的筹措、 组织结构、
成员的招募上具有独立性， 但也依赖家族和血缘等关系。

第三， 塔利班作为横向网络， 在社会构成上具有多元性的特征。 塔利班主要由阿富汗人尤其

是普什图人构成， 外籍的成员并不占多数。⑥ 但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比， 塔利班已不完全由宗教

阶层构成。⑦ 主要存在两大群体： 一是从巴基斯坦宗教学校招募的学生， 塔利班各派以特定的宗

教学校为据点； 二是地方化的成员， 大都不具有宗教学生或者毛拉的背景。 据估计， 在阿富汗的

影子政府中， １ ／ ４ 的地方统治者没有宗教教育的经历。 这一现象在基层更加明显， 坎大哈的一支

由 １８ 人组成的武装中， 只有 １ 人曾接受宗教教育。⑧ 这也导致塔利班的意识形态纯度的下降。
因此， 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相比， 新塔利班在组织结构、 人员构成和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十分

松散， 受到宗教和部落的双重纽带的影响。 塔利班更多的是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占领的宗教政治

运动联盟， 并非统一的组织。 其意识形态也逐渐转向温和， 矛头由内而外， 指向反对西方对阿富

汗的占领， 而非仅以伊斯兰传统重塑穆斯林社会。 塔利班的这种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的社

会现实的适应， 其中具有深刻的部落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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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ｍａｓ Ｒｕｔｔｉｇ， “ Ｈｏｗ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ｂ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ＡＡＮ）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ｐ. ２.
比如， 东部的一些武装属于伊斯兰党， 长期反对塔利班政权。 但 ２００１ 年之后， 这些武装组织形式上加入了

重组之后的塔利班。
“奎达舒拉” 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 也被称为 “拉巴里舒拉” （Ｒａｂｂａｒｉ Ｓｈｕｒａ）。 Ａｂｕｂａｋａｒ Ｓｉｄｄｉｑｕｅ， “Ｔｈｅ
Ｑｕｅｔｔａ Ｓｈｕｒａ：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Ｖｏｌ. ＸＩＩ， Ｎｏ. ４， ２０１４， ｐｐ. ５ － ７.
这些舒拉大都集中于特定的地域， 与当地的部落具有联系。 米兰沙舒拉就是塔利班中最为激进的 “哈卡尼

网络”。 ２０２１ 年， 塔利班上台后， 上述的分支也存在一定的分化与重组。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在夺取政权之前

的塔利班运动。
８０ － ９０％的塔利班武装在其所属的部落组织周边活动。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ｕｔｔｉｇ， “ Ｈｏｗ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ｂ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ＡＮ）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ｐ. １４.
相较而言， 哈卡尼网络中外籍成员较多。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ｕｓｔｏｚｚｉ，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ｔ Ｗａ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ｐ. ８２.
ＥＡＳＯ，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Ｂｕｒｅａｕ Ｅｕｒｏｐéｅｎ ｄ'Ａｐｐｕｉ ｐｏｕｒ ｌ'Ａｓｉｌｅ， ２０１２， ｐｐ. ２５ － ４３.
Ａｎａｎｄ Ｇｏｐａ， Ａｌｅｘ Ｓｔｒｉｃｋ ｖａｎ Ｌｉｎｓｃｈｏｔｅｎ，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ｐ. ４０.



（三） 塔利班对于部落社会的适应与超越

上述两种社会网络依据不同的原则进行建构。 纵向的部落社会网络依赖血缘和地缘关系； 横

向的宗教网络则以共同的宗教信仰、 师承关系等为基础， 超越了狭隘的血缘关系。① 但两者并非

并行不悖， 而是存在复杂的互动。 横向宗教组织网络具有地方化尤其是部落化的特征。 在某种程

度上， 塔利班运动在社会组织上具有 “强纵向—弱横向” 的趋势。 从深层而言， 塔利班植根于

部落社会， 并随着阿富汗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迎合部落社会的诉求， 以发展出适应部落社会的组织

形式和意识形态。 可以说， 部落社会已深刻地映射到塔利班的方方面面。
第一， 塔利班运动的内部分歧是部落社会内在裂痕的映射。② 塔利班的成员大都出自部落社

会， 传统的部落认同观念同样也浸染到塔利班。 特别是， 血缘关系与认同成为除宗教认同之外，
塔利班进行组织的重要原则。 塔利班内部的各派系大都具有特定部落和家族背景。 从部落联盟层

面来看， 塔利班内在分裂体现了阿富汗两大部落联盟的长期对抗。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塔利班主要以普什图族的吉尔查伊部落联盟 （Ｇｈｉｌｚａｉ） 为主体， 包括奥马

尔在内的领导人绝大多数出自该部落联盟。④ 吉尔查伊部落联盟在阿富汗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而

杜兰尼部落联盟则在 １９７８ 年之前一直垄断阿富汗的权力。 阿富汗重建之后， 杜兰尼部落联盟逐

渐掌控塔利班，⑤ 奎达舒拉的主要根据地就位于该部落联盟聚居的南部地区。 奥马尔死后， 塔利

班的后两任领导人曼苏尔、 阿洪扎达 （Ｈａｉｂａｔｕｌｌａｈ Ａｋｈｕｎｚａｄａ）， 以及巴拉达尔皆属于杜兰尼部落

联盟。 正如一位塔利班成员所言： “塔利班不能将所有权力都给了杜兰尼人， 应该兼顾吉尔查伊

等其他部落。”⑥ 塔利班各主要派系与阿富汗部落边界基本重合。 奎达舒拉的控制范围主要位于

南部的普什图人聚居区， 马什哈德舒拉则以吉尔查伊部落联盟为主， 米兰沙舒拉得到东部卡兰里

部落联盟的支持。⑦ 另外， 部落认同是塔利班领导人权力的基础。 米兰沙舒拉一直被哈卡尼家族

控制。⑧ 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也具有深刻的部落背景。⑨
第二， 塔利班松散的结构与传统部落政治文化相契合。 塔利班运动存在一种明显的趋势， 即

越是基层组织， 其部落属性越是明显。 在乡村一级的组织中， 塔利班往往是由当地村民构成， 一

般不具有宗教学校的背景。 换言之， 乡村的塔利班武装就是乡村自治性的武装组织。 他们甚至唯

村庄长老之命是从， 并不欢迎村庄之外的塔利班力量的活动。�IR 地方影子政府往往也是由本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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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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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Ｂｒｉｃｋ Ｍｕｒｔａｚａｓｈｖｉｌ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ｐ. ２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ｕｔｔｉｇ， “ Ｈｏｗ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ｒｅ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ｂａ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ｔ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ＡＡＮ）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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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５１，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２０， ｐ. ９.
Ａｈｍｅｄ Ｒａｓｈｉｄ，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ｓｌａｍ， 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５２ － ２５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ｅｍｐｌ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２０１４， ｐ. ２３.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ｕｓｔｏｚｚｉ，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ｔ Ｗａ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ｐ. ２３４.
相对而言， 白沙瓦舒拉受到部落影响较小， 并且着力在非普什图人中发展。 关于塔利班各派的分布参见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ｕｓｔｏｚｚｉ，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ａｔ Ｗａｒ：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７１ － ２７４.
哈卡尼家族属于阿富汗东部卡兰里部落联盟 （Ｋａｒｌａｎｄｒｉ） 的扎德兰部落 （Ｚａｄｒａｎ）。 Ｓｃｏｔｔ Ａｔｒａｎ，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ｎｏｕｒ： Ｗｈｙ ｔｈｅ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Ｆ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Ａｓ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 ３５０.
Ｔｈｅｏ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Ｕｎｂｅａｔａｂ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ｇｈａｎ Ｔａｌｉｂａｎ”， Ｔｅｘ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 Ｎｏ. ３， ２０１８， ｐ.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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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或家族把持， 代表的是本地部落社会的利益。 这便使部落社会自治传统外化为塔利班运动的

组织原则。
因此， 塔利班的基层大都以基于特定部落组织的基础， 致使其在组织上十分松散。 塔利班领

导人地位类似于传统部落首领， 只是 “众人中平等的一员” （ｐｒｉｍｕｓ ｉｎｔｅｒ ｐａｒｅｓ）， 没有绝对权威。
塔利班更多的是一个相互分权和自治的网络， 并非统一的组织。 一些塔利班领导人试图进行集权

化的改革。 ２０１５ 年， 曼苏尔上台后一直着力消除地方分权， 加强奎达舒拉的权威， 但并未成功。
本质而言， 塔利班运动是以部落社会为基础， 其存续和发展依赖部落社会的支持。 同时， 塔利班

成员， 深受部落自治传统文化的影响。 正如意大利学者古斯托齐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ｉｕｓｔｏｚｚｉ） 所言： 塔

利班吸收了部落社会的政治传统， 反对等级制和集权制。① 可以说， 塔利班运动对传统自治文化

的汲取， 赋予了塔利班运动以弹性。② 但这也便衍生出塔利班运动的悖论： 即部落组织为塔利班

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使其绵延不绝； 但对于部落社会的依赖导致其无法形成统一的运动， 限制了

其行动力。
第三， 塔利班运动的意识形态兼具伊斯兰主义与部落文化属性， 渐趋务实与温和。 塔利班运

动深受迪欧班德派的影响， 形式上强调超越了特定的部落、 族群和地方组织。③ 但同样未能摆脱

部落传统文化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塔利班当政期间， 其宗教观念与政策强调回归伊斯兰传

统。 但也认为， 部落伊斯兰教就是伊斯兰传统， 也是先知的传统。④ 这与迪欧班德派等萨拉菲主

义者主张的回归经训和先知时代具有明显的不同， 他们往往还具有反对部落主义的倾向。 塔利班

强调伊斯兰信仰的外在性， 通过规范着装、 宗教仪式， 禁止媒体和娱乐等体现内在宗教信仰。⑤
同时， 反对穆兄会、 毛杜迪的伊斯兰促进会等现代政治伊斯兰。 这体现了部落社会的封闭性， 以

及对外交往的受限。
２００１ 年之后， 部落社会本身发生了重要变化， 大量难民回归、 就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逐步打破了部落社会文化的封闭性。 塔利班的宗教观念也积极适应这些新变化。 一是结合部落社

会的文化， 对于伊斯兰传统进行重新阐释。 即西方正在摧毁阿富汗的传统与文化， 是一场新的十

字军东征， 最终目标是铲除阿富汗的伊斯兰文化。 据此， 当前部落社会的困局与西方的占领建立

了逻辑联系。 塔利班则成为部落伊斯兰传统与文化的捍卫者。 一名塔利班成员指出： 这不是一场

普通的战争， 而是一场捍卫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 以及民族认同与自由的圣战。⑥ 二是由信仰

的外在性转向内在性， 强调信仰的核心是内在的忠诚而非外在的宗教礼仪和象征。 如果一名宗教

信仰虔诚的毛拉与西方和前政府合作， 他也是异教徒。 三是开始对现代政治伊斯兰持积极态度，
肯定中东各国穆兄会的成就。 四是重新定义伊斯兰教中的 “战争之地” （ｄａｒ ｕｌ⁃ｈａｒｂ） 概念。⑦
他们借用萨拉菲主义的观念认为， 不论是否穆斯林政权， 只要与美国合作就是 “战争之地”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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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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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ｐｐ. １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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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战的对象。 这也成为塔利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撤军后， 继续发动攻势的合法性渊源。 五是由于

大量未接受宗教教育的平民加入塔利班， 致使后者的宗教观念日益混杂。 六是承认现行的民族国

家体系和国际规则， 将 “圣战” 的目标局限于国内。 如今， 塔利班的宗教观念仍然植根于部落

社会传统， 并未改变其传统和保守的宗教观念， 变化的只是实现的手段。
塔利班运动已嵌入部落社会， 同时也在不断适应部落社会的新变化。 但这并不是说塔利班完

全是一场部落运动， 它一定程度上也超越部落社会。 在阿富汗问题产生之前， 部落社会处于

“无政府之下的秩序”。 但是， 阿富汗战乱将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打破之后， 部落社会陷入无序

状态， 塔利班重构了部落社会的秩序， 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部落社会的整合与超越， 并向后者提

供急需的安全与秩序。 这一方面体现在塔利班运动本身实现了对部落社会的动员， 使之作为相对

统一的整体呈现， 超越了具体的部落组织纷争。① 这是阿富汗宗教力量对部落社会整合的历史重

现。 另一方面， 塔利班的意识形态也超越了具体的部落主义，② 而是体现出宗教民族主义的特

征。 例如， 强调阿富汗人的统一与团结等， 同时隐含着普什图民族的权力诉求， 但并未如同伊斯

兰国那样具有全球性的议程。
当前， 阿富汗阿富汗问题延续已逾 ４０ 年， 阿富汗重建也有 ２０ 载。 ２０２１ 年， 随着美国的撤

军， 加尼政府迅速崩溃， 阿富汗塔利班再次夺取政权。 这显示出在阿富汗这样以农村和部落为主

体的国家， 只有深度整合部落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稳定。 加尼政府的垮台在某种意义上源于西方施

加的 “民主制度” 背离了阿富汗社会政治的主流传统， 致使在部落社会中具有深厚基础的伊斯

兰复兴填补权力空白， 进而夺取政权。 阿富汗再次面临着历史性的抉择。 无疑， 塔利班兼具部落

社会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属性， 在很大程度上将深刻影响未来阿富汗政局的发展。

四、 余论： 作为 “小传统” 的部落伊斯兰复兴运动

美国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 提出了著名的 “大传统” 和 “小传统” 分析框

架。 他认为： 文明体系中存在两种传统： 即由少部分思想家和哲人创造的 “大传统”， 以及大部

分平民创造的 “小传统”。 大传统居于城市的学校和庙堂之上， 小传统则浸润于农民与市井之

中。③ 伊斯兰文明中同样存在大小传统之别。 两者在宗教上呈现不同， 并无价值上的高下之分。
城市中的乌里玛、 伊斯兰法学家、 宗教领袖无疑是伊斯兰教的 “大传统”， 而普通平民尤其是部

落社会则是 “小传统” 的代表。④ 这一范式突破了以往以宗教价值观念区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

做法，⑤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进行了新的阐释， 进而发掘伊斯兰复兴运动根本性的社会差异。
事实上， 这种小传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新鲜事物， 在历史上一直以不同形式呈现。 奥斯

曼帝国的兴起、 波斯萨法维王朝、 北非穆拉比特王朝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部落征服与宗教运动的结

合。 这些王朝最终将 “小传统” 转变为 “大传统”。 近代以来， 阿富汗尼、 哈桑·班纳、 毛杜

迪、 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等属于 “大传统”， 代表精英阶层对于伊斯兰复兴的普遍性认知。 塔

利班运动代表的是高度部落化、 地方化、 社区化和本土化的宗教运动， 属于 “小传统”。 诚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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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罗伯特·芮德菲尔德： 《农民与社会文化： 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 王莹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９５ 页。
同上， 第 １１１ － １１６ 页。
将伊斯兰复兴运动分为现代主义 （政治伊斯兰） 和传统主义 （萨拉菲主义）。



述， 塔利班运动填补了部落社会的权力真空， 为后者提供一定的法律和安全等公共产品。 但塔利

班运动也深受部落社会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信仰、 教法、 组织结构与行为方式等都融入部落社

会， 涵化于部落传统和习惯。 因此， 其组织结构十分松散， 伊斯兰信仰体系也较为庞杂。 如今，
西亚北非地区日益显现出从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 也门、 利比亚直至萨赫勒地区的 “动荡

弧”①。 这一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运动大都具有部落背景。
以塔利班运动作为个案， 可以发现这种 “小传统” 的某些共性特征： 其一， 从宗教观念上

看， 部落的伊斯兰信仰与以城市乌里玛阶层为代表的正统伊斯兰教存在很大差异， 前者更加保

守， 但也融合大量的部落文化习俗， 使其宗教信仰与正统观念存在很大的偏差。 事实上， 这是通

过部落文化的透镜审视伊斯兰主义。 这也导致 “小传统” 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普遍抗拒现代政治，
其社会治理能力有限。 其二， 往往生长于分支型部落社会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即沿着宗族和

谱系关系高度分裂的社会， 缺乏公共权威， 伊斯兰教成为其中的纽带和统一的力量。② 这导致部

落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往往处于小规模的组织水平， 难以联合为如同穆兄会、 南亚的伊斯兰促进会

那样组织严密的宗教运动。 事实上， 即便是塔利班背后存在超越特定部落， 且十分强大的迪欧班

德派宗教网络的支撑， 但也难以实现完全的整合与统一。 其三， 一般发端于国家政治的边缘或者

政治失序之地， 是国家治理失败的产物。 国家政治的衰朽与社会失序， 导致部落社会难以维系，
进而激活了宗教对于部落社会的整合能力， 使部落与宗教深度融合。 其四， 由于产生于部落社会

的失序状态， 因此这种类型的宗教运动通常具有军事伊斯兰的特征。 通过建立军事组织维护地方

的安全。
农村和部落社会在西亚北非地区仍然占据主导， “小传统” 的宗教运动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它既体现了长期以来， 城乡之间、 精英与草根之间宗教观念和社会组织上的巨大差

异， 同时也凸显出该地区一些国家社会治理的失效。 但是， 在部落社会的独特结构中， 伊斯兰教

不只是一种信仰体系， 还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与整合的作用， 以及维护地方秩序和提供公共

产品的功能。 大小传统之别非源于宗教信仰形式， 而是对城乡社会结构巨大差异的外化表达， 满

足了不同类型社会的宗教诉求。 从根本上讲， 伊斯兰的两大传统的分际在历史上是常态， 体现了

伊斯兰文明的多样性与适应性。 当前的问题在于， 国家整合势必要打破原有的宗教分布格局， 实

现两大传统的统一； 而国家治理的失败以及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潮的兴起又为部落等地方社会力量

与伊斯兰教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契机。 以至于， 一些部落伊斯兰复兴运动具有了极端化、 军事化、
圣战化的趋势， 甚至成为一些极端组织的庇护所， 对于当代中东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随着塔利

班再度上台， 这一宗教社会运动新模式可能产生溢出效应， 并为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西亚北非的某

些极端组织效仿， 威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近年来， 基地组织、 伊斯兰国逐渐化整为零， 在组织

结构和意识形态上融入当地的部落和社区， 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 “塔利班化” 的取向， 值得进

一步关注。

（责任编辑： 夏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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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塔利班” 到 “新塔利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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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论述参见王涛、 鲍家政： 《恐怖主义动荡弧： 基于体系视角的解读》，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４ －
１３９ 页。
“分支型社会” 理论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普理查德 （Ｅ. Ｅ. 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提出， 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分析

中东的部落社会，主要以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阿拉伯贝都因部落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一些部落为主。 Ｅ. Ｅ. Ｅｖ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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